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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是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大陸正面戰場研究起步較晚，真正從學術上取得進展，大致可以說是近20年間的事。回顧和總結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的發展情況對今後抗戰史研究的深入不無助益。本文就此所作論述，因為篇幅限制，不免挂一漏萬，不當之處，敬請學界指正。 
　　
　　一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概況 
　　
　　1949年以後的30年內，大陸抗日戰爭史研究進展緩慢。比較而言，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研究還有一些進展，而對正面戰場的研究極端漠視。只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一些省市委員會的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的《文史資料選輯》發表了一些原國民政府官員撰寫的抗日戰爭回憶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處選編的《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公佈了部分檔案資料，為正面戰場研究提供了參考史料。中共黨史革命史論著對正面戰場抗戰的史實和戰績基本不提，連現代史通史性著作也概於貶斥。如有的著作論及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時，其基調為：國民黨實施“片面抗戰路線”，國民黨戰場上不斷大潰退。就學術研究而言，直至70年代末，大陸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針後，學術界才逐步恢復生機。隨著逐步擺脫以往“左”的指導思想的束縛，一方面史學界開始敢於對抗日戰爭的歷史作研討，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史學科的建立，也要求對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的舉措進行比較公允的評斷。80年代以來，在中華民國史、中國現代史和抗日戰爭史的學術領域中，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討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個熱點。有關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史料陸續有所刊佈，研究領域廣為開拓，論著大量涌現，新的論點提出後引起爭鳴，學界現在對許多問題的認識較20年前發生了很大變化。正面戰場研究比較活躍，進展比較突出。 
　　在史料方面，主要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纂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檔案資料選編，浙江省中國國民黨歷史研究組編印的《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戰場史料選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輯的《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中共中央黨校科研局編《盧溝橋事變和平津抗戰資料選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一三抗日史料選編》，武漢市檔案館等編《武漢抗戰史料選編》，雲南省檔案館編《滇軍抗戰密電集》，南京市政協編《藍天碧血揚國威：中國空軍抗戰史料》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的《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回憶資料，出版有《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中原抗戰》、《晉綏抗戰》、《湖南四大會戰》、《閩浙贛抗戰》、《粵桂黔滇抗戰》、《遠征印緬抗戰》等；還有四川省政府參事室編《川軍抗戰親歷記》、政協廣西區委編《廣西兒女抗日親歷記》、民革武漢市委編《熱血報中華──武漢民革成員抗戰回憶錄選編》等；一些原國民政府將領的回憶錄中，都有不少關於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內容。《歷史檔案》、《民國檔案》、重慶市檔案館編《檔案史料與研究》陸續刊佈有關的檔案資料。80年代起，除發表大量論述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論文外，抗戰史著作以何理著《抗日戰爭史》為代表，開始對正面戰場作研討。其後，羅煥章、支紹曾《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胡德坤《中日戰爭史》，王輔《日軍侵華戰爭》，軍事科學院軍史部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編），劉大年、白介夫主編《中國復興樞紐》，李新、陳鐵健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中《全民抗戰氣壯山河》（李良志等主編）、《堅持抗戰苦撐待變》（李隆基等主編）、《同盟抗戰贏得勝利》（李良志等主編），羅煥章、高培主編《中國抗戰軍事史》，張宏志《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抗日戰爭的戰略相持》、《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和楊克林、曹紅編《中國抗日戰爭圖志》等，都分別花了不同比重的篇幅論述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對國民政府軍隊正面戰場抗戰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時批評其反共和“消極抗日”之一面。專門記述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著作，開始有郭雄等編著的《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重要戰役介紹》、陳小功的《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等小冊子，其後出版了張憲文主編的《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馬振犢著《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後改名為《血染輝煌──抗戰正面戰場寫實》）等專著。其他還有一些記述正面戰場個別戰役的專著。此處不一一述及。 
　　在80年代、90年代舉辦的研究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特別是研究抗日戰爭的學術討論會中，對正面戰場抗戰的研討和評價往往是學者們最注目的熱點之一。圍繞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重要戰役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也舉辦過多次，如對九一八事變、盧溝橋抗戰、“八一三”淞滬抗戰、武漢抗戰、臺兒莊大捷、滇緬戰場等，都舉辦過專題學術研討會。不少學術研討會有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參加，進行學術交流，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
由於台灣保存了不少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史料，台灣刊印的史料和發表的論著是大陸學者研究正面戰場的參考資料重要來源之一。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的《中華民國史料初編──抗日戰爭時期》（秦孝儀主編）和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蔣緯國主編的《抗日禦侮》、臺國防部史政局編《抗日戰史》等，都為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著述經常參考。80─90年代大陸翻譯了日本刊印發表的太平洋戰爭史資料和著作。日本一些戰史資料著作和日本侵華戰犯的回憶錄，對研究正面戰場敵方日軍的戰略戰役部署有重要參考價值。此外，美英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資料著作和回憶錄等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因篇幅關係，這裡不加論述。 
　　
　　二　局部抗戰諸役之研究 
　　
　　作為中日兩國間之一場戰爭，日本全面侵華和中國抗日戰爭始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但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就開始以武力侵佔中國領土。從“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日本發動過多次對中國軍隊的進攻，中國軍隊也斷續進行過正面抵抗。由於這些戰事就中日兩國間來說尚只具有局部性，並且不是連續發生的，故這一時期中抗日戰事被稱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階段先後發生過九一八事變、“江橋抗日”、“一二八”淞滬抗日、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日和綏遠抗戰諸役。局部抗戰諸役理應包含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研究範圍之內。 
　　過去，對於局部抗戰是忽略不提的，而集中力量批判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前實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80年代以來，對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對日方針由“安內攘外”妥協退讓向堅決抗日的轉變過程進行研究，現在對國民政府軍隊局部抗戰和國民政府的抗日準備已作出肯定。對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一方的不抵抗方針，過去簡單的認為是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儘管現在有的學者仍持此說法，但一些學者提出：現在沒有確實的史料證明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時給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有些回憶也難以憑信。有的學者指出：過去用以闡述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證據，均為蔣處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針，而不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的命令，張學良蔣介石在不抵抗問題上基本態度大體相同，張學良自覺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從蔣張關係看，如張不同意蔣的方針，張可以不聽蔣的命令奮起抵抗。後來防守錦州時，蔣與南京數次令他抵抗，他卻悄悄撤兵就是一個證明。蔣張不抵抗的認識根源是，事變之初他們以為是日軍挑釁行為，未能判斷出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還圖謀以外交交涉解決。（京中：《九一八事變6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2期；俞辛焞：《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張學良和蔣介石》，《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 
　　對於九一八事變後，馬占山江橋抗戰，李杜、丁超在哈爾濱和東北義勇軍在東北各地的抗戰活動，學者們均給予了積極評價。對於1932年淞滬抗戰，過去簡單說成是十九路軍孤軍抗日作戰，因國民黨政府加以破壞使十九路軍撤退而告終，現在學者們分析說：國民黨政府處理一二八事變與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政策不同。認為十九路軍的抗戰是蔡廷鍇等違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結果那種說法不完全符合事實。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抽調第五軍增援淞滬，但仍以抵抗求妥協。（金再及：《南京政府對“一二八”事變的方針》，《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與淞滬抗戰》，《軍事歷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對於長城抗戰中各參戰部隊官兵英勇犧牲守土抗戰的精神，史學界是一致肯定的，但對國民黨政府的指導方針，觀點有所差異，有的著作認為：“蔣介石國民黨的總方針是‘攘外必先安內’，‘剿共’重於抗戰。他們把長城抗戰不過只是當作應付輿論，爭取和談妥協的權宜之計。”（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卷第26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有的著作則認為，何應欽代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後，“秉承蔣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長城線佈防，期望阻止日軍前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第5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有關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抗日活動，一些論著論述馮玉祥不顧國民黨政府中央的阻攔，與共產黨聯合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進行察東戰役的情況，強調中共組織成立“前線工作委員會”在其中進行領導，而國民黨政府中央施以壓迫，導致馮玉祥辭離，同盟軍瓦解的結局。（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卷第280─296頁） 
　　1936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綏遠抗戰取得紅格爾圖擊敵和收復百靈廟的大捷。有的論著突出此役係傅作義指揮取得的勝利。有的論著分析認為，綏遠抗戰格局的顯著特點是，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體的抗戰局面，晉綏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和晉綏軍（傅作義）是這一格局的基礎，蔣介石支援這一抗戰，中央軍是這次抗戰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史》第389─391頁；余子道：《綏遠抗戰述論》，《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4期）

三　抗日戰爭初期正面戰場研究 

　　從盧溝橋抗戰到武漢會戰結束，為抗日戰爭戰略防禦階段，國民政府軍舉行多次戰役抵禦日軍進攻，不過每次戰役最終均以撤守退卻而告結束。過去大率以軍事潰敗喪師失土一言以蔽之。近二十年研究中對這一階段正面戰場的抗戰開始作出比較積極的評價，同時亦進行嚴厲的批評。一本權威的中共黨史著作寫道：“正面戰場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役上，都是抗擊日軍進攻的主要戰場。國民黨表現了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曾先後進行了平津、淞滬、晉北、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並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但是由於敵強我弱，再加上蔣介石集團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純防禦的方針，正面戰場的戰局非常不利。臺兒莊戰役的重大勝利也未能改變整個戰爭的被動局面。”（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7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0年代一本有代表性的抗戰史著作認為：“中國軍民的戰略防禦，大量地消耗了敵人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關於中國‘不堪一擊’的政治宣傳……中國軍民堅持了一年零三個月的防禦作戰，使敵人損失兵力七十多萬人，在軍需補給上也發生了嚴重困難……打破了日本侵略當局在中國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使其侵略計劃屢屢落空。”（何理《抗日戰爭史》第120頁）另一方面，戰略防禦階段，大片國土淪喪，除了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外，雖然一部分官兵“對日軍的進攻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整個國民黨軍隊的防禦和退卻，基本上是被動的、無計劃的和混亂的，在很多情況下，簡直就是潰敗逃跑”。（122頁）就軍事戰略方針而言，“也犯了嚴重錯誤”，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把陣地戰放在主要地位”。（125頁）同時將戰場重點選擇在上海，幾乎舉全國主力於上海進行上海會戰，削弱華北抗戰力量“造成了南北戰場兩相失利的慘敗局面”。（128頁）“由於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和錯誤的軍事方針，中國軍隊的正面陣地防禦遭到了嚴重失敗，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的教訓也是慘痛的”。 
　　對於戰略防禦階段歷次重要戰役的過程、戰略指導、戰役指揮，許多論著均有不同程度的研討。有關盧溝橋抗戰的論著較多，著重揭示日本中國駐屯軍以一士兵失蹤為藉口蓄意挑起戰端，批駁日本右翼勢力在盧溝橋事變問題上製造的“偶發論”和中國打第一槍的謬論；並論述了中國第二十九軍所部英勇抗擊日軍進攻，和日本施展緩兵之計，以“現地解決”麻痹冀察當局，待援兵大至，突然進攻，致平津迅速淪陷的過程。對中國中央政府與冀察當局處理事變的態度，過去有的學者認為，雙方的態度都是“比較游移的”。（何理書第60頁）近幾年對此有進一步的研討，認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要求各地部隊“確實準備”的密電，“實際上是秘密的全國動員令”。蔣令二十九軍全部動員，調兵增援華北，全軍準備動員，各地皆令戒嚴，準備宣戰，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主戰態度。“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軍的交涉並多次達成協定”，“不是蔣介石的意旨，而是背著南京中央政府與日本交涉的”。不過在中央統帥部內部存在著以蔣介石為首的主戰一方和以徐永昌為首的主和的一方。（李華興、楊宏雨：《盧溝橋事變：歷史的轉捩點》，《史林》1997年第3期；蔡德金：《對盧溝橋事變幾個問題的思考》，《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3期；楊立強：《抗戰初期國民黨中央統帥機關決策幕後》），《軍事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對淞滬戰役的研討深入到戰略指導方針的層次。關於戰役發動，過去均指為日本在上海主動發動進攻。現在一些學者指出：淞滬戰役是中國主動發起的。作為導火線的“虹橋機場事件”是由日軍挑起的，然而，中國方面在虹橋事件發生後，決定了開戰措施和大戰計劃，“八一三”戰役是中國發動的；或說“國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開仗的。（馬振犢：《“八一三”淞滬戰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第6期；張振鵾：《淞滬抗戰中國主動的進攻與日軍主要作戰方向的改變》，《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3期）有關國民政府指導淞滬會戰有無引敵南下，從而使日軍的進攻方向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戰略企圖，學者們開展了爭論。有的學者認為：當時大本營作戰部並無此種戰略意圖，淞滬戰場形成為中日戰爭的主戰場的結果，也未使日本進攻方向改為由東向西。日本向西進攻武漢是在1938年5月徐州會戰之後。（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但有的學者認為：戰役開始後中國軍隊主力逐步集中到了淞滬戰場，把侵華日軍主力吸引了過來，淞滬戰場實際上取代華北戰場成為日軍侵華和中國抗戰的主戰場。這改變了日軍進攻方向。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擔心敵軍南下奪取武漢，而謀以擴大滬戰牽制之。（張振鵾文）淞滬抗戰“改變了日軍侵華路線。這一成功之舉無疑對日後我方的抗日正面戰場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馬振犢：《血染輝煌──抗戰正面戰場寫實》，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有的學者則認為，所謂的日本原定由北向南進攻的戰略軸線並不存在。蔣介石固然擔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斷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長江為主攻方向，並作出相應部署。中國軍隊在淞滬地區和長江一線的頑強抵抗，打破了其速戰速決的企圖，挫敗了其沿長江西進的既定戰略。（徐勇：《日本既定侵華戰略進攻方向考察》，《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3期）

晉北抗戰，許多著作突出平型關伏擊戰殲敵取得勝利的重要作用，強調忻口戰役中第十八集團軍編入忻口作戰的戰鬥序列，朱德、彭德懷擔任右集團軍指揮，中共積極向閻錫山提出作戰建議，和十八集團軍各師在敵側背伏擊襲擾的作用，稱此役為“國共合作兩黨軍隊協同作戰的典型一役”。（馬仲廉：《國共兩黨軍隊協同作戰之典型一役──忻口戰役之研究》，《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1期）對於此役國民政府軍英勇作戰和郝夢齡、劉家騏等高級將領壯烈犧牲作了積極肯定。 
　　許多論著對臺兒莊之戰取得的勝利作了充分肯定。對於臺兒莊大捷和徐州會戰的起迄時間（實際是兩者包括的範圍）的看法差異較大。有主張臺兒莊戰役從池淮阻擊戰開始（1937年12月），包括臨沂戰役、滕縣保衛戰和臺兒莊保衛戰取得大捷，直至3月15日停止追擊止（韓信夫《臺兒莊大捷及其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主張將臺兒莊戰役包含於徐州會戰之內，將徐州會戰定位為從1937年12月15日起至次年5月（徐州撤退），中日兩國軍隊爭奪徐州為中心的一次大規模會戰，包括津浦路初期保衛戰、臺兒莊戰役和徐州突圍戰三個階段。（王檜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全書》第65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抗戰史著述中對臺兒莊之戰有稱為會戰者，有稱為戰役者，也有稱戰鬥者。這涉及軍事學上會戰、戰役、戰鬥等範疇的理解和運用的問題。看來抗戰史研究中還須對軍語的使用進行規範。 
　　對於堅持四個月之久的保衛武漢的大會戰，除了個別著作指責國民政府軍隊“判斷失誤，部署不當舉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極應付”，“處處薄弱，罅隙百齣”（張宏志：《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第258頁、第294頁，軍事學院出版社1985年）外，絕大多數著作對此次會戰中，中國軍隊沿長江兩岸抵禦日軍進攻都作出積極評價。如指出：“敵我雙方在這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會戰，損失都比較嚴重。中國軍隊在局部地區對敵人進行了有力抵抗，給敵以重創。”（何理書第107頁）此戰“斃傷敵4萬人。此戰意義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使日本的戰略進攻被迫停止，軍事戰略為主的方針徹底破產”，“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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